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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深入了解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内在运行机理，切实提高创新治理效率和治理效果，在重点调研11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实证基础上，借鉴DNA分子螺旋结构提出一个“超螺旋模型”。该模型包括产业链和学研链两条核心骨架链，通过人才、资金设备、知识信息、价值利益4种对接基按照一定规律形成连接键，由政府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所创造的生态场域作为中心方向轴引领两条骨架链公转。基于超螺旋模型，从核心骨干科研人员、团队技术能力、团队综合实力、生态场域/外部政策环境4个维度分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并从4个发展阶段分析相应的管理对策。
关键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创新治理；创新效率；科技成果转化；超螺旋模型
中图分类号：G311；F062.4；F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Key R&D Programs (NKPs): A Super-helix Model

[bookmark: bRPindex11][bookmark: PePindex11]Zhang Yan1, Jiang Quanhong1, 2, Zeng Qian3, Li Rongchuan1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3. Depart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6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Key R&D Programs (NKP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novation govern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super-helix model" supported by case study analysis of 11 key projects of the NKPs and referred to the DNA molecular helix structure. The model includes two core chains, namely industrial chain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chain. Through four docking bases of the talent, capital and equipment,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nd value interests, connection keys are formed according to certain rules, the force field created by the governm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is the central direction axis to lead the two core chains. Based on super-helix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of NKPs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cor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team technical ability, team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external policy environment are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from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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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为什么要科技创新、怎样科技创新、为谁科技创新”作出系列指示和部署[1]，特别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由于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把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而科技成果转化是影响科技创新成败的关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由原来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近百项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整合而来，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与改革前计划相比，创新模式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2]。在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创新治理中，成果转化是重中之重[3]。科技成果转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参与主体和众多影响因素，存在着“魔川”“死亡谷”“达尔文海”等诸多风险[4]，因此，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创新治理，需要全面了解其项目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并施行相应的管理举措。
[bookmark: pindex23]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改革与创新治理理论发展需求
自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5]【在此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因为整本书并非在阐述“创新”概念内涵，因此，引用的范围要具体标注】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的概念以来，创新理论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学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深入研究和普遍认可，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不断兴起的各种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发展，日益明显且作用突出的普遍创新现象推动形成了“新熊彼特主义”[6]。新熊彼特主义把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7]，两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分析研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8]。
20世纪80年代末期，系统方法陆续被引入创新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本质主要涉及到的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相关组织间的密切技术合作，这期间政府在创新过程中基本上发挥“自上而下”的功能[7]。区域创新体系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该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9]。
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创新的发展，知识生产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已有的创新理论不能解释这个现象[10]。受生物学上脱氧核糖核酸 （DNA）双螺旋分子结构特征和分子生物学、结晶学中三螺旋模式的启示，美国学者埃茨科瓦茨和荷兰学者雷德斯道夫提出了三螺旋模型来分析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三螺旋模型强调政府、企业和大学的交叠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三方互动是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因素，在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三方参与者互相作用，从而推动创新螺旋不断上升[11]。
进入21世纪之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思想陆续被引入到创新活动的研究之中，而创新范式也逐渐过渡到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12]。“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由关注系统中要素的构成向关注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间的动态过程转变。创新生态系统如同生物系统一样，从要素的随机选择不断演变到结构化的社群。创新生态系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创新体系，由强调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投入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市场主体培育，以实现创新生态系统自组织成长为主要目标[13]。
随着国际创新理论的演进发展，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与科技创新政策也经历了相应的系列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逐步组建了以中央和地方各级科委为主管部门的政府科技管理体系，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其他科研机构和各产业部门主导的科研组织体系，以及以科技计划为核心开展国家主导的科研活动的科技计划体系[14]。在其后的几十年间，我国科技政策体系逐步成型，并逐步从计划式和定向支持向市场化和普惠式的创新政策体系转变。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摆脱对传统增长方式的依赖，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国科技管理体制迈进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时代[15]。 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作为指导新时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同年，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正式开始实施。
科学技术要形成生产力，必须要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并形成工业化生产来转化实现，因此推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促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尽快形成工业化生产、转化成生产力，也就成为了国家宏观科技政策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就提出要加强科学技术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199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199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向生产力转化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2015年和2016年，我国先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被称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三部曲”。
然而长期以来，在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直处于“亚健康”状况，转化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3]，国家制订的所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都是针对这种状况开出的“药方”，而“药方”发挥疗效的前提和基础是在“望闻问切”基础上对科技成果转化内在机理的充分了解。国内外创新理论的不断演进发展，就是对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内在机理的不断探索揭示和检验验证，最终通过支持科技管理改革来实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由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新时期国家科技计划中最重要的内容，其研发成果的转化效率和效果是科技管理中考核其项目成败的关键标准，因此需要在相应的理论框架下充分了解和把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内在运行机理。
虽然现有创新理论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创新治理具有一定的解读力，但是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模型专门结合改革后的国家创新研发计划新特点对其创新治理进行全面内在机理分析，并从治理实践角度提出显性可操作的方法支撑。具体来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改革后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特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由中央财政资金设立，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社会公益性的特殊属性，组织实施工作要求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按照重点专项实行项目分层次管理，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项目，而是交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项目立项和过程管理[16]。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这些特性特点，为超螺旋模型的提出和构建提供了发展需求和基础条件。
所谓“超螺旋模型”，是指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项目中，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组成的产业链和学研链形成的，以双螺旋结构为核心架构的创新合作模型。这一模型超越了单一的双螺旋或三螺旋，兼容了双螺旋和三螺旋，同时又突出了中心方向轴的地位作用。构建超螺旋模型的根本目的是，揭示和解释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通过何种方式及形式建立起创新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的稳健程度决定着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效率与效果。由于自然界中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最普遍、最稳定，因此按照逻辑推理，当产业链和学研链之间形成双螺旋主结构时，特别是在所有种类的对接基之间建立起多样的连接键时，企业与学研方之间的合作最稳固、成果转化效率最高、成果转化效果最好；当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关系越持续越稳固时，彼此之间就能实现“1+1>2”的协同创新效果。
[bookmark: pindex34]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螺旋模型的构建
[bookmark: pindex35]2.1  逻辑基础
传统的创新理论在试图揭示科技创新内在机理时往往倾向于借鉴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如三螺旋理论借鉴的是生物学上DNA的双螺旋分子结构特征和分子生物学、结晶学中的三螺旋模式[17]，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借鉴的是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理论[18]，协同创新理论借鉴的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中的非平衡相变和自组织原理[19]。超螺旋模型的构建借鉴了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中的DNA分子螺旋结构。
DNA是分子结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由一对多核苷酸链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轴盘绕构成，糖-磷酸链在螺旋形结构的外面，碱基朝向里面[20]，两条多核苷酸链通过4种碱基之间的氢键相连，形成相当稳定的组合[21]。DNA分子双螺旋结构在自然界中最常见也最稳定，不易受外部因素干扰破坏[22]。DNA的双螺旋结构像两条铁链组成的云梯扭曲成螺旋状，这是因为微观粒子在不受外力影响时除了会不停地自转，还会绕着某个轴线以一定的速度和旋转半径不停地公转[23]，粒子本身朝某个方向还有一定的直线运动，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螺旋式的运动。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不是完全对称的，DNA的2个螺旋骨架在其外侧形成了2个一宽一窄、深度大约相同的凹槽，一些小分子可以被吸附在2个骨架的凹槽中。DNA结构不仅是双螺旋形式，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还能形成三螺旋等多种形式[24]。
[bookmark: pindex38]2.2  架构体系
超螺旋模型的架构体系如图1所示，选择DNA分子螺旋结构作为构建模板具有重要寓意。由于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公益性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显著特点，因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所聚焦的问题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因。国家设立和实施重点研发计划，是希望通过计划项目所形成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团队、科技创新模式、科技创新经验能够像DNA分子所承载的遗传信息那样持续稳定地传承下去，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bookmark: bRPindex40][bookmark: PePindex40][image: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超螺旋模型”结构与图解3]
[bookmark: pindex41]图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螺旋模型架构

[bookmark: pindex43]2.2.1  主架构：核心骨架链、中心方向轴
 超螺旋模型中有两条核心骨架链，分别是由企业组成的产业链和由高校与科研院所组成的学研链，这是由科技创新的规律决定的[25]。科技创新的起始端是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形成科技成果，主要由高校与科研院所来完成；科技创新的终结端是对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实现技术产品向商品产品转化并在市场上获得商业价值，主要由企业来完成[26]。因此，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最核心的两类主体。
超螺旋模型中有一个中心方向轴，始终引领着产业链和学研链的公转发展方向。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33家相关部门参加）为核心的国家科技管理体系发挥着中心方向轴的作用[16]。改革之后的国家科技管理体系，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项目，而是负责审议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布局与设置、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的组成、专业机构的遴选等事项，通过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创造一种促进科技创新的生态场域，并在这个场域中通过宏观调控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进行方向引领[27]。
[bookmark: pindex46]2.2.2  对接基：共性互补
超螺旋模型的核心骨架链之间存在着通过4种对接基按照一定的规律形成连接键，进而形成连接在一起的稳定组合。综合分析科技创新的规律，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存在4种共性互补的要素：人才、资金设备、知识信息、价值利益，这些要素构成产业链与学研链之间的对接基础。
（1）人才对接。2016年中央发布《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无论企业还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资源永远都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使命各有不同，分属于科技创新全过程链条的两端，其所属人才也各自承担着相应的职责任务，在科技创新中具有典型的互补对接性。高校和科研院所以科学家和科技人才为主，主要从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这些人才对技术的产品化开发、对产品的精益制造以及对市场需求和市场销售不太了解；企业以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技术工程师等生产和经营人才为主，主要从事对技术的产品化开发、对产品的精益制造、对商品的市场销售等工作，他们对面向科学原理的基础性研究不太擅长。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进行合作，能够优势互补，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
（2）资金设备对接。熊彼特[5] 【在此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因为整本书并非在阐述“资本”的内涵，因此，引用的范围要具体标注】在提出“创新”概念时深入分析了资本与创新的关系，认为资本是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资金设备是资本的表现形式，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同样至关重要。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资金设备上有着良好的互补对接性：企业可以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经费支持以及实践基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先进科学设备可以向企业开放、为企业开展技术难题攻关提供支持。
（3）知识信息对接。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而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知识的创造主体和使用主体也都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承担着知识的生产，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除了科学共同体之外，企业、政府、公民、社会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知识的创造主体和使用主体，并且在对知识的使用中越来越关注知识的经济价值以及通过知识增值获得的竞争优势[28]。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各自特有的知识信息，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创造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企业在技术工程化、工艺化、产品化、商业化、产业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信息，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互补对接性。
（4）价值利益对接。马克思【补标引和著录原始来源文献。如果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认为，价值利益是人的一切行为、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原动力；人类主体之间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关系是价值利益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其他社会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所派生出来的，并在本质上都是为利益关系服务的。在知识经济社会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创造和生产知识，企业把知识转化为市场上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都为知识价值的商业化实现作出了贡献，需要按照合理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这为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进行价值利益分配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和要求。
[bookmark: pindex52]2.2.3  连接键：多样连接
如同DNA分子核苷酸链的碱基一样，超螺旋模型中产业链和学研链的人才、资金设备、知识信息、价值利益之间也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形成具体的连接方式，只有这样两条链才能连接形成稳定的组合。
（1）人才连接方式。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保持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知识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对接合作，首先是人才方面的合作，具体的方式包括人才联合培养、人才兼职、校友合作等。国家《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统筹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开发规划、完善产学研用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因此在产业与学研合作中人才的联合培养往往是整体合作的一个部分；国家《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允许高校、科研院所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吸引具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科技人才兼职，人才兼职已经成为高校院所与企业深入合作的重要方式；而在高校院所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校友是高校院所人才培养的成果、是重要的外部主体，由于校友与校友、校友与母校的共同学缘关系、师生关系和同窗关系构建了合作的心理契约，因而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合作可以快速地建立信任，协调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事宜、解决产业与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2）资金设备连接方式。资金设备是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另一种重要合作，具体的方式主要有联合实验室、企业委托课题、新型研发机构/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等。高校院所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需要实验室作为支撑平台，企业保持长久竞争优势需要不断更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支撑，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实验室能同时满足双方各自的利益诉求：既满足了高校院所对实验室的需求，解决了高校院所对实验室投资不足以及实验室高成本运行等问题，又满足了企业对先进仪器设备和最新研究成果的需求，实现了校企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此外，对于拥有研发中心的一些大型企业，也会在企业内设立国家级实验室，邀请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兼任实验室管理职务，成为与高校院所联合培养人才的基地。企业在经营发展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题和技术难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通过提供项目经费与研发酬劳的方式委托高校院所进行科技难题攻关，这种方式既可以解决高校院所资金短缺的问题，同时也能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保持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2019年，科技部印发《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着力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新型研发机构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建设，各参与主体之间高度协作而又分工明确，能够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提升科技创新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属于建立实体性的合作组织机构，在没有实体性机构的情况下，企业与高校院所也可以通过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bookmark: pindex56][bookmark: bRPindex56][bookmark: PePindex56]（3）知识连接方式：知识产权许可转让（显性知识）和“传帮带”（隐性知识）。知识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造价值的重要资源，是产业与学研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在科技创新中，科技成果作为高度凝聚状态的知识产物，是一个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同组成的知识包。科技成果的显性知识通常以知识产权等形式存在，而创造知识产权等显性知识的隐性知识则储藏于科技人员的大脑之中[29]，往往通过商业秘密或保密协议等其他契约方式加以保护[30]。产业与学研方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追求知识协同，以此来实现知识要素在各主体之间有序流动和共享、提高主体的知识创新能力，最终产生知识增值的协同效应[32]【？】。知识协同，包括显性知识的协同，也包括隐性知识的协同。显性知识可以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上，很容易在创新主体之间进行流动，如知识产权的许可和转让；隐性知识主要表现为技术诀窍、经验、技能等，难以在创新主体之间进行流动和共享。要实现隐性知识的转移，除了对隐性知识显性化（外化）之外，最主要的是通过依赖于个体经验以及综合情境认知的“传帮带”，如师徒传授中的面对面交流和反复练习等[37] 【？】。因此，要做到隐性知识的协同，往往需要人员角色的深入交流互换，包括企业与高校院所人员的相互兼职、长期外派、深度培训，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联合培养以及共建知识信息交流分享平台机制等。
[bookmark: pindex57][bookmark: bRPindex57][bookmark: PePindex57]（4）价值利益连接方式：知识产权商品化增值分配和知识产权资本化增值分配。在产业与学研方合作中，首先是利用知识创造价值，然后是对知识价值增值后的收入进行分配，公平合理的价值和利益分配是保持产业与学研方紧密合作的重要连接纽带。国家《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构建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知识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和价值分配主要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商品化运营和资本化运营来实现。知识产权商品化是知识产权转化为商品的过程，是流通领域的商品交易活动，知识产权权利人以获取报酬为目的，将知识产权权能通过转让、许可的方式处分给另一方[31]，通过交易，知识产权得以从研发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知识产权转让方或许可方能够直接获得转让或许可的对价作为自己的价值收益。知识产权资本化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资本要素作价入股，将知识产权从产品要素转化为投资要素，共担风险、共同盈利，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实现知识产权资本的价值增值，并通过所对应的股权分享利润、获取长期的投资收益[32]。
[bookmark: pindex58]2.2.4  局部结构变化
[bookmark: pindex59][bookmark: bRPindex59][bookmark: PePindex59]虽然DNA分子双螺旋结构在自然界中是最常见也是最稳定的结构，但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也能形成局部三螺旋结构[33]，另外在DNA螺旋骨架外侧的凹槽中也常会吸附一些小分子[24]，这些局部结构变化也对应着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一些特定情况。在产业与学研方创新合作的有些情况下，除了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外，还需要特定组织机构的参加并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在医疗器械项目中，由于临床试验是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医院就与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一起形成了创新螺旋的骨架链，但医院并不像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那样从头到尾参与创新的全过程，而只是在创新过程的局部环节发挥作用，因此所形成的结构是局部的三螺旋结构。
在产业与学研方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时，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一些中介服务机构能够为三方提供阶段性的辅助服务。这些临时性的机构不在超螺旋结构中长期存在和发挥作用，只是根据需求在某个阶段临时引入、提供所需要的辅助性服务，其与产业链和学研链的关系就像是DNA螺旋骨架外侧的凹槽中吸附的小分子。
[bookmark: pindex61]2.3  超螺旋模型的特征和价值意义
[bookmark: pindex62]2.3.1  特征
（1）超螺旋模型有一个显性存在的中心方向轴。“中心方向轴”在传统的创新研究理论中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传统的三螺旋创新模型，还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政府都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主体存在。在超螺旋模型中，政府不直接参与创新活动，而是通过宏观政策为科技创新创造一个生存发展的场域，并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的方向，企业和学研方双螺旋的中心方向轴是显性存在的，由中央政府承载并发挥作用。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研发计划，就是在于“国家重点”，这里面有着国家的意志，国家发挥着关键的方向引领作用。
（2）超螺旋模型普遍情况是双螺旋，少数情况会出现局部三螺旋和局部外接辅助服务机构的结构变化，根据科技创新的规律，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是最主要的创新主体，因此学研链和产业链这两条骨架链贯穿超螺旋模型结构的始终；在科技创新的某个阶段，会根据需要有新的组织机构参与进来提供特定的支撑服务，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提供对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技术转移机构提供市场上对科技成果的需求信息和商品化交易服务、金融机构提供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服务、资产评估机构提供对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定价服务、检测检验机构提供科技成果的注册登记服务等等，这些新的组织机构并不贯穿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只是出现在某个特定阶段和特定节点，因而不影响超螺旋模型整体的主体结构，属于局部结构变化。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市场需求和用户反馈对创新价值的提升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需求和用户反馈无法形成一条骨架链，但在特殊情况下，市场需求和用户反馈对科技创新的成败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如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的研发中医院代表用户所做的临床试验等。这类在创新过程某个阶段发挥关键影响作用的组织机构会形成一条新的骨架链与产业链密切对接，这条新链并不贯穿科技创新和超螺旋模型结构的始终，但在局部某个阶段至关重要，这种情况就是超螺旋模型结构中的局部三螺旋结构变化。
（3）超螺旋模型中存在多种互补性对接基和多样连接键。对接基是实现超螺旋模型结构中骨架链之间对接的接口。在产业链和学研链之间有多种对接接口，包括人才、资金设备、知识信息、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等。其中，人才是核心资源；资金设备是物质支撑基础，如企业会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先进设备进行研究测试，高校和企业会需要企业的设备条件进行产品定型和公益设计的小试和中试，高校院所申报政府科研项目往往需要企业的配套资金设备支持，而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参与政府科研项目来提高自己在市场中的信任、声誉和品牌效应，以增强产业竞争力；知识信息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包括高校院所创造和拥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以及企业创造和拥有的市场知识和社会知识，双方的对接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且知识信息的互补性对接可以通过以专利、论文、标准等为载体的显性知识分享和隐性知识的“干中学”和“传帮带”等方式实现对接，避免出现专利转让许可之后许多隐性知识无法跟随专利一同转移给接受方，而接受方由于缺乏隐性知识的支撑无法对专利技术完美地转化实现的情况，如曾出现过的技术专利“带土移植”模式，就是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一起转移，最终实现专利技术的成功商业化；而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是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开展科技创新合作最紧密的连接纽带之一，以市场应用为目标的项目，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终极衡量标准是商业价值的创造，高校院所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常常采用专利作为展示和保护的载体，此时的专利还不具备实际价值，仅仅存在潜在价值，企业通过对专利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形成产品并销售到市场才创造出最终的商业价值，这个最终的商业价值包含了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所做的贡献，因此需要在双方之间根据价值创造的贡献度进行利益分配。
[bookmark: pindex66]2.3.2  价值意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创新治理和成果转化的超螺旋模型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都具有实际可操作的应用价值。在宏观层面，支持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整体设计。超螺旋模型强调在国家方向引领下产业链与学研链的深度融合，因此支持国家在重点研发计划设计上的“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原则，并据此进行计划和项目的整体设计。在中观层面，支持对计划项目的监督管理。超螺旋模型强调企业链与学研链通过人才、资本、知识、价值进行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能够提高成果转化效率，保证项目实施效果。政府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可以据此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当项目团队中的企业链与学研链在人才、资本、知识、价值4个层面都能做到很好地协同融合，就能保障项目任务目标的成功实现。在微观层面，支持对计划项目的申报团队遴选。超螺旋模型强调通过人才、资本、知识、价值深度融合企业链与学研链，团队技术能力和团队综合实力能够胜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才能顺利实施和实现预期目标，可以据此对项目申报团队进行遴选。
[bookmark: pindex68]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螺旋模型的应用
[bookmark: pindex69]3.1  基于超螺旋模型的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分析
[bookmark: pindex70]3.1.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影响因素
根据超螺旋模型，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中央政府通过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营造一个支持科技创新的生态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由核心企业及其供应商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与由高校院所组成的学研链通过人才、资本、知识、价值进行对接，形成持续稳定的密切合作，从而实现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顺畅地通过企业转化为产品并实现商业化价值。在超螺旋模型的框架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以下4个维度：
（1）核心骨干科研人员。在人才方面，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在企业的兼职、研究生联合培养、校友关系都对产业链与学研链的密切合作有着影响作用，其中核心骨干科研人员在企业的兼职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牵头单位虽然通常是企业，但项目负责人通常都是高校院所的核心骨干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他们在学术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取得过丰硕、优秀的学术成果，能把团队中的成员协调好，带领成员们在把握学科动态的情况下朝着团队的研究方向前进，因此，核心骨干科研人员的个人魅力、素质、经历、资源等对项目成果转化至关重要。
（2）团队技术能力。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任务，项目团队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覆盖了产业链与学研链密切对接合作的知识、资本和价值3个维度。在知识维度方面，团队的显性知识能力表现在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和质量、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的级别与影响力、获得科技奖励的级别与影响力等等；团队的隐性知识能力无法用直接的指标进行衡量，但可以通过联合开展的各种研发活动的成效来衡量。在资本维度方面，团队成员联合共建的各种实验室、研发中心以及联合申报和开展的各种科研项目也是体现团队技术能力的重要指标。在价值维度方面，只有团队成员都参与并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作出了贡献，而且按照贡献度进行了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才能维系团队合作的凝聚力。由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主要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商品化运营和资本化运营来实现的，只有成功地进行了知识产权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运营才能做到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这正是项目团队的技术商业化实现能力的考量指标，可以通过团队以往科技创新项目成果的商业化产值和利润等来衡量。
（3）团队综合实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这就要求项目团队除了具备人才基础和技术能力之外，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团队综合实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团队的综合实力主要体现在内部机制、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3个维度。内部机制是指团队内部关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等的制度约束和管理规定，如信息共享、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分配等。内部能力是指团队内部进行技术商业化实现所应具备的能力，可以用项目团队中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数量、企业孵化器数量、中试与产业化基地成熟度等来衡量。外部关系主要是指团队成员与政府部门、产业界、学研界等的关系及信任情况。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紧密能够使团队始终按照政府引领的方向前进，同时也能反作用于政府，积极影响政府制定对项目和团队发展有利的政策；与产业界的关系良好能够使团队始终掌握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竞争形势，以利于团队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商业化发展策略；与学研界的关系良好则能够使团队及时了解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及时调整团队的技术发展路线，以保证始终处于市场竞争的领先地位。
（4）生态场域/外部政策环境。其中包含了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两个维度。一般通过科研人员是否具备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成果转化的审批程序是否简化、成果转化的容错纠错机制是否完善3个主要衡量指标来测量科研项目所处的科技政策环境质量；通过科研项目当地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地方转化专项资金是否充足、地方相关技术人才是否聚集3个主要指标来测量科研项目所处的产业环境质量。通常情况下，政策环境越好，项目团队便越容易获取资金、基础设施、人才等资源，越有利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
[bookmark: pindex76]3.1.2  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国家设立的每一个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通过申报答辩，通常最后只有一个团队获批承担项目的研发任务，而每个项目的承担团队都是由具备深厚科技背景和经历的核心骨干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为了申报和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先要根据研发任务需要组建项目团队，项目获批之后要统筹任务和资源分配、协调研发进度，以确保按时圆满完成项目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其个人魅力、综合素养、工作经历经验、资源整合能力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项目负责人都有在企业的兼职工作经历和经验，这对整个项目的全链条设计和一体化实施、项目任务的分配、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化运营都有重要的帮助。可以说，项目负责人是整个项目团队的“大脑”。借鉴生物学的原理，项目团队就像一个“生命体”，除了项目负责人这个“大脑”之外，“生命体”还要确保自身良好的健康状况，这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当“生命体”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时，就可以在“大脑”的指挥下实施某种行动、完成特定任务，则“生命体”的“健康状况”就是项目团队的综合实力，“生命体”的行动能力就是项目团队的技术能力，因此，项目负责人在组建项目团队时，对项目成员的选择需要经过慎重和周密考虑：团队成员要能够支撑整个项目团队的技术能力和综合实力；相互之间需要有足够的信任基础，以实现默契的团队配合；要有确切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彼此之间并不冲突，能够共同形成团队的整体利益诉求，并在追求团队成员个体能力和实力最优的同时首先确保团队整体的能力和实力最优。上述所有这些原则都需要通过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确立下来，以确保和约束所有团队成员共同遵照执行。项目团队完成组建之后，如同“生命体”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一样，要在中央政府通过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环境营造的场域环境中开展研发任务。如图2所示。
[bookmark: bRPindex78][bookmark: PePindex78][image: 指标框架 3]
[bookmark: pindex79]图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bookmark: pindex81]3.2  基于超螺旋模型的项目团队发展状态分析
[bookmark: pindex82]3.2.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团队发展状态区分
[bookmark: sys839762][bookmark: sys8315944][bookmark: sys8320356][bookmark: sys8325938]根据超螺旋模型，产业链与学研链之间的对接中，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是与人才、资本、知识3个方面的对接合作相伴生的，而价值对接也是所有合作的存在基础，因此价值与人才、资本、知识之间的影响是强作用关系。知识方面的合作可以是单一的合作（如专利许可、转让），不必同时有人才或资本方面的合作，因此知识对人才、资本的影响是弱作用关系。由于人才、资本方面的合作必然伴随知识方面的合作，因此人才、资本对知识的影响是强作用关系。人才方面的合作虽然不必一定伴随资本方面的合作，但通常会伴随有资本方面的合作，因此人才对资本的影响是较强作用关系。资本方面的合作不一定伴随有人才方面的合作，因此资本对人才的影响是弱作用关系。如图3所示。
[bookmark: bRPindex84][bookmark: PePindex84][image: 阶段状态]
[bookmark: pindex85]图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团队中人才、资本、知识、价值之间的作用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项目团队合作状况可以分为4个发展阶段的状态：
[bookmark: bkFormat1152646]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0－1阶段），意指从虚无到萌芽。处于这个阶段的团队，成员之间此前没有过任何联系与合作，属于初次合作，由于缺乏信任与磨合基础，需要消耗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去磨合队伍、沟通协调，因此需要建立互信以及各种必要的运行机制。这个阶段存在较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合作风险。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本阶段需要给予重点关注。
第二阶段是成长阶段（1－2阶段），意指从萌芽到生长。处于这个阶段的团队，成员之间此前有过简单的接触、联系、合作等，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深入。从高校院所到企业的一次性专利技术转让和许可合作属于这个阶段，双方之间只存在对专利技术进行的商品化买卖交易关系。这个阶段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虽然成员之间有了一定的信任基础，但对深入合作仍然需要进行队伍磨合和运行机制建设。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本阶段需要给予较多关注。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是成熟期，但又有所区别：第三阶段属于成熟期的一期，第四阶段属于成熟期的二期。第三阶段是成熟期一期（2－3阶段）意指从生长到成熟。处于这个阶段的团队，成员之间此前有过长期的深入合作，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础和运行机制，常见的情况包括：彼此之间有过或有着长期的技术难题攻关类的委托项目合作；彼此之间有过针对专利技术的许可转让并且围绕许可转让的技术又有后续深入的技术服务和延续研发合作；彼此之间围绕某项技术成果有过或有着技术作价入股联合创办新企业的合作；等等。这个阶段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已经很少，信任基础比较深厚、合作运行机制比较顺畅。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本阶段不需要给予太多的管理关注即可做到自我良好运行和自组织发展。
第四阶段是成熟期二期（3－4阶段），这是超螺旋模型的最优发展状态。处于这个阶段的团队，成员之间在人才、资本、知识、价值4个方面有着全方位的深度融合合作：核心骨干科研人员的在企业兼职、人才联合培养、毕业生就业与校友关系等都确保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合作成员之间的自由流动；联合共建实验室、委托项目、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为人才提供资源条件进行知识创造和价值创造，同时也确保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顺畅传递；知识成果的流动必然涉及价值和利益的分配，工作兼职薪酬与技术作价入股的股权收益等也确保了合作的核心基础。这4个方面的紧密交叉、深度融合，使得合作各方能够互利共赢、共生共存，利益共同、命运共同。团队合作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基本不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信任基础深厚、合作运行机制顺畅高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本阶段几乎可以不用给予多少关注即可实现自我良好运行和自组织高效发展。
[bookmark: pindex92]3.2.2  调研案例的项目团队发展状态分布
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笔者所在团队对11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点专项项目团队进行了调研，调研的方式包括对项目任务书等相关文件资料的查阅分析、对每个重点专项的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团队成员进行的问卷调查和面对面实地访谈（访谈录音）等。根据调研结果，基于超螺旋模型分析发现，这11个项目的承担团队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状态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中，处于第一阶段的项目团队有2个（“双光子-受激发射损耗复合显微镜”和某海洋项目），处于第二阶段的项目团队有2个（“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技术与设备”和某公共安全项目），处于第三阶段的项目团队有6个（“优质果蔬智能化品质分级技术装备”“新型血液净化材料及佩戴式人工肾”“棉花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与示范”“智能化精准施肥及肥料深施技术及其装备”“新型节能环保农用发动机”“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事故防控技术及工程示范”），处于第四阶段的项目团队有1个（“医用高分子原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
[bookmark: pindex94]3.3  基于超螺旋模型的项目实施效果分析
[bookmark: pindex95]3.3.1  实施效果分析
基于超螺旋模型分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具有3个层次的实施效果（见图4）。效果一是完成研发任务、实现研发目标，这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要任务、核心任务。效果二是提升研发团队能力。研发团队之前有过合作经历和合作基础，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进一步提升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合作的协同创新能力，能够自主自发地继续在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效果三是组建研发团队、磨合研发队伍，提升团队能力。一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参与单位之前没有任何合作经历，属于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推动的首次合作，为了完成研发任务，这些团队要经历3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选择团队成员，组建研发队伍；然后是进行队伍磨合，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最后是通过完成研发任务提升团队能力。
[bookmark: bRPindex97][bookmark: PePindex97][image: 三层效果图 3]
[bookmark: pindex98]图4  基于超螺旋模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施效果

[bookmark: pindex100]3.3.2  管理启示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团队的超螺旋发展阶段状态与项目的实施效果紧密对应，对协同创新效果、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第四阶段是完美成熟阶段，只有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与威高集团的合作达到了这种状态；许多项目都是处于第三阶段；SKA国际合作项目和某公共安全项目处于第二阶段，政府力量的加持很好地支撑了项目顺利执行；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和吉林亚泰的显微镜项目属于第一阶段，期间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某海洋项目也是如此，虽然项目负责单位在团队磨合期间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沟通和谈判策略方法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产业化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还在期盼政府的助力。
[bookmark: pindex102]4  结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学技术要形成生产力，需要通过对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并形成工业化生产来实现转化，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我国一直在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扭转这一局面，2015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每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创新治理视角出发，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需要充分把握其中的内在运行机理，理清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每个项目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本研究提出的超螺旋模型是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特点构建的，用于揭示和解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核心创新主体之间开展协同创新合作的内在机制机理的一种理论方法，通过重点调研的11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实际案例分析，结果显示超螺旋模型能够比较好地揭示和解释造成不同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产生不同实施效果的原因，能够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遴选、管理、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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